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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作用及其边界：基于人职匹配视角的研究 

郝明松 

【摘要】社会网络的新近研究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因果效应的内生性问题，

二是作用效应的结构性差异。启发于经济学的均衡状态思想，本文尝试着提出了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个理论性的方法思路。基于此思路，本文以人职匹配为结果

变量，考察了社会网络及网络资源的作用效应，并探讨了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作

用效应的差异。利用 2009 年八城市调查数据，实证结果发现：（1）社会网络的

信息机制对人职匹配无显著作用，但人情机制对人职匹配有显著影响，其中人情

资源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2）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社会网络的作用不同，

在私有单位社会网络及网络资源对实现高就无显著影响，但在国有单位社会网络

及网络资源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为了证实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利用了因果分析中新近发展的熵平

衡法，并利用改创的两步熵平衡法，以同时通过消除网络使用的内生性及单位类

型选择的偏误，新的结果支持了前述的实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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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无论是兴趣团体、

宗教组织等正式网络，还是亲戚、朋友、熟人等组成的非正式网络（Granovetter，

1973；Coleman，1990；Putnam，2000；Lin，2001；Li et al，2005）。因此，个

人的行为活动时时都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无论是情感交流、精神慰藉等表达

性活动，还是求职创业、技术创新等工具性活动。基于此，在针对不同国家的劳

动力市场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有积极作用，比如使用社



会网络的求职者相比于没有使用者能找到工资更高的工作（Granovetter，1974；

Corcoran .et al，1980；Lin .et al，1981；Holzer，1988；Bian，1997）。 

但是，这一结论近来遇到一个基础性的挑战：内生性问题。内生性的挑战由

美国学者穆尔在 2003 年系统提出，核心观点是说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可

能是虚假因果，之所以观察到网络使用及网络资源与职位工资、职业声望等显著

相关，是由于这二者都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是由于同质性交往造成的，

或者是由于无法观测到的个人能力、特质等因素导致的（Mouw，2003、2006）。

概括起来就是，存在其他因素既影响了社会网络的资源含量及使用倾向，又影响

了求职结果如工资、职业声望，而社会网络与求职结果之间的作用关系并不存在。

（陈云松、范晓光，2010；梁玉成，2010）。 

在内生性问题提出之后，一些新近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

如工资也无显著影响。比如，陈兴华 2011 年针对新加坡的研究发现，是否使用

社会网络对职位工资无显著影响（Chua，2011）。在澳大利亚，黄先碧和魏思腾

利用 2007 年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发现，社会网络不仅对工资无积极影响，甚至发

现使用了网络的人找到的工作更差（Huang & Western，2011）。更重要的是，针

对中国劳动力的新近研究也表明，社会网络及网络资源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很弱，

甚至出现了负作用，比如工资更低（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梁玉成，2012、

2014；陈云松、沃克尔、弗莱普，2013）。 

那么，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到底有无影响？之前大量研究观察到的因果关系

真是虚假的吗？如若不是，那么如何去证实？如果证实了因果关系确实存在，那

又如何去解释和理解这些新近的研究发现呢？ 

另一方面，综合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网络的作用存在

显著的地区、时代差异，这里将其称为结构性差异。 

首先，边燕杰和昂 1997 年针对新加坡的研究发现，使用网络对求职结果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Bian & Ang，1997），但陈兴华针对新加坡的最新研究却发现，

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已无显著影响（Chua，2011）。针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发现，

在上个世纪末，使用非正式渠道（社会网络）求职对工资有积极显著的影响

（Dockery & Strathdee，2003），但是黄先碧和魏思腾的新近研究却表明，使用社

会网络找到的工作反而更差（Huang & Western，2011）。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了



更为复杂的变动趋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格兰诺维特、科克伦等的研究发现，

使用网络对工资有正向影响（Granovetter，1974；Corcoran .et al，1980；Lin .et al，

1981；Holzer，1988）；但穆尔和麦当劳使用 1994-1998 年的美国国内青年研究数

据（NLSY）发现，网络的使用对工资无显著影响，而麦当劳把此数据扩展到 2000

年，又发现了社会网络的显著作用（Mouw，2003；McDonald，2015）；林南和

熬丹利用 2004-2005 年有全美代表性的数据证实，日常交流网络获取的信息对工

资也有正向影响（林南、敖丹，2010）。 

针对中国的研究更是大量而普遍地发现了网络作用的变化和差异，总体趋势

是从改革开放前到二十世纪末，网络的作用不断增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网

络的作用开始减弱；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下，网络的作用及变化趋势又呈现出差异

性（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梁玉成，2012、2014）。更尖锐的是，针对

非儒家文化为主的国家，如墨西哥、俄罗斯，发现了和中国社会相同的社会网络

（关系）现象，即社会网络在职位获取的各个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Wilson，

1998；Clarke，2000；Yakubovich，2005、2013）。 

那么，社会网络作用呈现出的这些结构性差异，是因为内生性问题导致的，

或者说是对内生性问题的控制不同造成的？还是由于社会网络所处的外在不同

环境造成的，即外在的不同文化、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导致了网络的作用差异？

又或者是其他未被发掘的因素？如何去证实呢？这是社会网络研究面临的另一

个挑战。 

这两大挑战合在一起，使得对社会网络及其作用效应的考察变得更加错综复

杂，而想要推进社会网络或关系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又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对

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回答。本文就是对此的一个尝试。 

从内在的理论逻辑看，笔者认为内生性问题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关键问题。解

决这个问题，需在满足分析模型的充分理论表述之后，用恰当的统计方法控制引

发内生性问题发生的条件，对社会网络的因果影响给出无偏估计，然后进一步将

这些估计方法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网络作用效应的差异。

也就是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是根本性的，解决了这一挑战，结构性的挑战就迎

刃而解了。为此，本文就按照这一顺序展开。 

 



二、理论起点：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第一个方向及面临的新问题 

为了解决前述的内生性问题，检验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如工资等是否真的有

影响，常用的方法是数理上的因果分析，这里将其称为第一个方向。 

因果分析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基于计量经济学传统，目标是

通过对模型的改造和设定，从数学上“剥离”出干预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净影响，

简单来说它的着力点在改造模型，这里面最常用的具体方法是工具变量法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Wooldridge，2002；陈云松，2010；郭申阳、弗

雷泽，2012：66）。中国的社会网络研究利用此方法的很少，典型研究来自于陈

云松，在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时使用了此方法（陈云松，2012）。

第二种思路基于统计学传统，核心是通过对观察数据的再加工创造出类似于随机

实验的结果数据，即它的着力点在改造实际观测数据，以最常用的倾向值分析方

法（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为例，其核心是通过对是否接受某项干预进行倾向

值的估计，然后依据倾向值得分找出最为近似的两组人，形成准实验组和准控制

组，最后通过比较这两组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而来估计干预的真实效应（郭申阳、

弗雷泽，2012：93-96）。中国学者利用此方法的也很少，只有梁玉成的新近研究

利用此方法对社会网络与职位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梁玉成，2014）。 

然而，上述思路与方法，面临两个根本性问题难以解决。第一，如何实现对

所有其他相关因素的控制。依据穆尔等的阐述，个人未观测的人力资本、个人能

力等因素可能导致了内生性的出现，比如这些因素既影响了社会网络又影响了个

人的工资收入，因此理想的模型是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然后再估计社会网络对

工资收入的作用效应（Mouw，2003、2006；陈云松，2010）。形象点说，就好

比有两名求职者 A 和 B，在找工作时 A 用了关系而 B 没用，我们必须使用倾向

值分析等方法使得这二人在所有与关系使用及工资收入有关的其他方面一致，然

后才能把最终工资的差异归结到是否用了关系上。但是，大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的

模型中，都未控制个人的这些因素，即使控制住了一些，比如控制住了认知能力、

性格特征，那么也很容易被指责说还有情商、心理素质、外貌等未控制，因此总

会面临遗漏变量偏误的困扰，所以可以说，这一问题不仅从理论上难以解决，在

测量上也难以实现，特别是对于难以观察或测量的因素（陈云松，2010；Kanas et 



al，2011；McDonald，2015）。 

第二，如何控制结果变量本身及外在的宏观环境。以工资收入为例，即使上

述 A、B 两人的个人特质等微观因素完全一样，那么只有在保证二人所面对的收

入及收入所处的环境结构一致时，我们才能将最终收入的差异归因于关系使用上，

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保证求职者 A 和求职者 B 进入的是一模一样的求职环境，

同时所得工资具有完全的可比性时，我们才能获得关系使用的确切效果。可是，

在现实情况中，不同的求职者面对的求职环境更是复杂多变，因此有更多难以观

察和测量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一问题即使使用追踪数据，从而使用差分方法来分

析数据，也很难完全解决（Kanas et al，2011）。 

进一步说，在估计社会网络对工资收入的作用效应时，第一个方向正是因为

面对着这两个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就很难估计出社会网络的真实效应，也就难以

将此效应置于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来对作用的边界等问题进行考察。 

（二）第二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促使笔者从另一个方向

开始思考，这里将其称为第二个方向。这一方向的核心思路是：寻找一种客观状

况，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其他因素不起作用，只有社会网络能

够起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其他因素的状况或作用如何，

但如果没有社会网络或社会网络不起作用，则现象的结果必定是 0 状态；只有有

了社会网络的介入或作用，现象的结果才会变成 1 状态。因此，我们就能通过考

察结果状态是否发生改变而来考察网络的作用是否存在。 

具体来说，这一状况及结果状态需要满足以下三点前提条件。首先，这里的

状况及状况的变化基于公理、定理和基本假定，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同时，它

必须是一个变化的量，类似于工资变量，会出现上升也会出现为下降，而不是一

个不变的常量。在这种前提下，依据相应的公理和假定可以推出，在没有社会网

络的介入或作用时，某一现象的结果会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种状态，且无论什么

因素加进去，这一方向或状态都不会改变，即一直会呈现为 0 状态，我们可将此

时的状态称为极限饱和状态，犹如经济学中的均衡状态（张五常，2010：33-65）。

但是，当社会网络因素加入之后，或者说社会网络起了作用之后，现象的结果才

会发生改变，会从一个方向或状态变成另一个方向或状态，即从 0 状态变成 1



状态，那么我们就能从理论逻辑上得出这一结果的出现，确实是由于社会网络的

作用而不是其他因素的作用，且这一作用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 

从这一理论性的方法思路反观其他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内生性的根

源所在。以职位工资为例，如前所述，最终的职位工资的高低，除了会受到社会

网络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潜在的人力资本、能

力特质等。基于此可以推出，当一种或几种非社会网络因素起作用之后、当作用

到达一定程度后，工资的高低也会出现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证实

或证明工资的改变确实是由于社会网络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因素的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客观状况？根据这一状况的结果及其变化，可以对

社会网络的作用是否存在进行考察，并能据此对社会网络作用的结构性差异等进

行检验呢？具体分析见下文。 

 

三、社会网络与人职匹配 

选择人职匹配作为被考察的客观状况，或者说是结果变量，最直接的原因来

自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依据自己的经验，听说了很多人找工作的经历，发现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很多人使用社会网络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或克服

人力资本的不足，一般来说，很多求职者的学历、技术等与职位的要求不符，或

者低于职位设定的要求，因此为了获得这一职位，不得不通过找关系、用人情等，

对招聘决策人施加影响，以跨越职位要求的限制，获取自己欲想的职位。 

但是，这只是对现实状况的感受，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比如，我们需要

回答如下问题：这一现象是否真的符合前一章对客观状况的各种限定？在什么情

况下才会符合前述的对客观状况的各种限定？是否可以用此来考察社会网络的

作用呢？ 

（一）人职匹配及其影响机制 

社会学的研究中，人职匹配指在职者的资质或能力是否与职位要求的相符

（Fernandez & Weinberg，1997；Bian & Huang，2009），也叫职业配置（张文宏，

2006），经济学的研究中常称其为就业匹配（Freeman，1976；Duncan & Hoffman，

1981；Rumberger，1981）。常见的考察指标包括三个方面：教育水平、技术技能、

工作经验。 



以教育水平为例，匹配结果存在四种类型：教育水平高于职位要求，简称为

教育过度（overeducated）；教育水平与职位要求一致，简称为教育适度（required）；

教育水平低于职位要求，简称为教育不足（undereducated）；最后一类是职位无

具体的教育水平要求。为了便于理解，下文统一将前三类分别称为“高才低就”、

“匹配一致”、“低才高就”。 

1、传统的解释视角 

对人职匹配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集中在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

特别是前者占了大部分。基于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将其中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

五个视角，由于对这五个视角的分析和综述很多（武向荣，2006；McGuinness，

2004；Linsley，2005；Quintini，2011），这里就只做简要介绍。 

（1）信号理论的视角。核心观点是说由于雇佣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比

如雇主很难知道求职者的真实资历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会将教育水平

作为一种信号，通过在教育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以释放出更有力的信号，帮助自

己获得更好的职位，于是出现了学历上的高才低就（Spence，1973）。 

（2）职位竞争的视角。此视角强调雇主的角度，核心是说职位按照技术要

求、工资待遇等排成一列，而求职者按照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也排成一列，前

面的人比后面的人更具优势，比如在职培训方面所需成本更小，因此，公司的职

位更倾向于给排在前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会倾向于在教育方面进行更

多的投入以增加成功获取好职位的机会（Thurow，1975）。 

（3）供求状况的视角。此视角主要被用来解释教育过度，核心观点是说由

于劳动力供大于求，所以求职者不得不选择低于自己资质要求的职位，同时会把

比自己资质低的求职者挤到要求更低的职位上，于是高才低就出现并普遍发生

（Freeman，1976；Rumberger，1981）。 

（4）人力资本权衡的视角。这在大量西方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的研究中是

主要的解释因素，核心观点是说人力资本有不同的维度，除了教育水平之外，还

有技术技能、工作经验、职业培训等，某一入职者出现了某一维度比如学历的过

度，是为了平衡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即是权衡（trade off）后的结果；反之则反。

所以整体上看，某一类职位的不同入职者在人力资本总和方面会一致（Sicherman，

1991）。 



（5）利益平衡的视角。此观点为了解释高才低就而提出，核心是指求职者

为了其他维度的利益而放弃与自己资质相匹配的职位，比如为了空间上的便利、

减少上下班甚至搬家等的成本而选择接受一份低于自己资质的工作（Frank，1978；

Büchel & van Ham，2003）。 

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职位配置视角，此视角是职位竞争视

角和人力资本权衡视角的结合（McGuinness，2004），所以这里就不再单独论述。

对于其他由不同视角结合而产生的理论观点，这里也不再阐述。 

2、一个新的解释视角：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的影响机制有两方面。首先，社会网络作为信息机制，

解决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教育水平作为信号的机制不同，社会网络在

传递信息时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数量优势，由于社会网络的私人性、特殊

性，使得社会网络在传递某类信息时更具优势，比如个人化的信息、内部信息等

（MacDonald，1980；Simon & Warner，1992；Seidel et al，2000）；二是质量优

势，由于社会网络的情感性和持久性，对网络成员发挥着一种约束作用，为了维

护自己的名声，关系人就会传递更真实、更可靠的信息（Manwaring，1984；Saloner，

1985；Grieco，1987）。基于上述两方面的优势，很多研究指出社会网络的使用

会促进人职匹配，然后通过证明网络使用者比未使用者在求职机会、求职时间、

入职工资等方面的优势，间接证实了这一促进作用（Holzer，1988；Simon & Warner，

1992；Seidel et al，2000）。 

其次，社会网络作为人情机制，对雇主的招聘决策等发挥着特殊的影响。基

于对中国文化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的分析，边燕杰指出并证实，倾向于提供信

息的弱关系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作用空间有限，而倾向于提供人情资源的强关

系更加重要——正是强关系中蕴含的信任、义务、恩惠等情感性因素才能调动关

系人的资源，影响职位分配者的决策，帮助求职者获得更好的工作（Bian，1997）。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人情影响作为一种独立、重要的作用机制，进入到人职匹

配的分析框架：社会网络中的人情资源，比如信任、义务、恩惠等会影响到求职

过程，比如影响雇主的筛选、录用决策，或者求职者的入职决策，进而对人职匹

配产生影响（张文宏，2006；Bian & Huang，2009；Bian, Huang & Zhang, 2015）。 

（二）社会网络的整体作用 



那么，如何利用人职匹配的结果状态来检验社会网络的两种作用机制呢？依

据第二个方向的思路，我们首先构造出理想的人职匹配结果模型，即演绎性地推

导出前述的极限饱和状态，或者说是人职匹配结果的均衡状态。然后进一步分析

加入社会网络因素之后，此均衡状态是否会被打破，从而可以对社会网络的作用

是否存在做出理论判断，并可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1、均衡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在均衡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失一般性，可以假设求职者人数与职位数量相等，

且职位要求的资质与求职者拥有的资质相等，即劳动力的供求一致。形象化的简

化表述如下图 1 所示：左边的 10 个黑色圆圈表示共有 10 名求职者，学历从大学

到小学分别是 1 人、2 人、3 人、4 人；右侧三角框内的 10 个空心圆圈表示劳动

力市场中有 10 个空缺职位，且刚好需要 1 名大学生、2 名高中生、3 名初中生、

4 名小学生。 

大学                                                  大学 
高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小学                                                  小学 

图 1 均衡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雇主和求职者的行为决策都是

经济理性的，且供求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最后的求职结果会达到一种均衡

状态，即不同资质的求职者找到对应要求的职位，实现完全的人职匹配。 

2、供小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检验信息机制 

若市场中的劳动力状况是供小于求，那么雇主和求职者又会怎样选择？人与

职位匹配的结果会是什么状态呢？ 

首先来看雇主，理性的雇主会通过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以招聘到足够的人，

其中最常用的策略是提升入职工资（Katz & Murphy，1992）。按照边际分析，工

资提升到的均衡点就是，所多付出的边际工资等于招聘到此人所能带来的边际收

益（张凤林，1988）。依此推理，将工资调得较高的企业会把对应资质的人吸收

完，比如招聘完所有具有大学学历的求职者，然后，其他企业会招进学历低于大

学的求职者，比如招进学历为高中水平的求职者，直到达到它们边际上的均衡。 

其次，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所有的大学生，获得的职

位与自己的资质相符，即实现了匹配一致；对于所有学历为高中的求职者而言，

 



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学历要求为大学的职位，即实现了低才高就，而其他一部分

实现了匹配一致；其他学历的求职者的情况可以此类推。因此，问题的核心就在

于，为什么是这部分高中学历的求职者获得了此类工作岗位，实现了高就，而不

是其他高中学历的求职者？ 

这时候，人力资本权衡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解释。依据此视角可推出，虽然两

部分人学历一致（都是高中学历），但其实在其他维度的人力资本上不一样，比

如有更高的技术或工作经验，因此，雇主最后招进的还是那些在人力资本总量上

更有优势的人（Sicherman，1991）。但是，我们将在后面证明，中国劳动力市场

中的实际情况与人力资本权衡视角的预测刚好相反，即与其他求职者相比，在学

历上低于职位要求的求职者在其他方面如技术、工作经验上也更可能是低于职位

要求。 

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于雇主来说，雇佣谁经济效率都一样，于是能否实现高

就的关键落在了信息。基于前述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我们可以推出：若社会网络

在传递职位信息时具有优势，那么网络的使用者更可能获取此类工作岗位，实现

高就。据此，对于社会网络的信息作用机制，我们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使用了社会网络渠道能显著促进求职者实现高就。 

下面进一步分析信息资源的具体作用。若假设 1 成立，即社会网络在传递信

息时确实具有优势，能决定最终的职位获取状况，那么我们应观察到通过网络获

取的信息资源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于是我们进一步推出假设 2。 

假设 2：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信息资源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但是，若假设 1 不成立，即社会网络在传递信息时不具有优势，信息状况无

法决定最终的职位获取，那么我们应观察到网络的使用及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资

源对高就的实现不会有显著作用。据此可推出假设 1 和假设 2 的竞争性假设，为

了简化起见，这里不具体提出。 

上述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为信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种极限饱和状态，因此

只适用于检验社会网络的信息作用机制。下面的劳动力供求状况，适用于检验社

会网络的人情作用机制。 

3、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检验人情机制 

如果劳动力的状况是供大于求，理想情况是不会出现低才高就。对于雇主来



说，由于符合职位要求的求职者多于职位数，出于对经济组织的效益最大化的考

虑，雇主会招进资质符合甚至高于职位要求的求职者，而不会招进资质低于职位

要求的求职者，因此不会出现低才高就。 

如果出现了高就，即出现了违反经济理性假定的情况，则首先可能的解释是

人力资本权衡的结果。比如，虽然雇主招进了学历低于职位要求的求职者，但是

这类求职者在其他方面如技术、工作经验上高于职位要求，所以雇主做出的依然

是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们将在后面用数据证明，现实情况与此视角的

预测刚好相反，即学历的低才高就者在其他方面也更可能低于职位的要求。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此时能够出现低才高就，一个重要而可能的解释是：

低于职位要求者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情资源，影响了雇主的决策和选择，从而获

得了自己理想的职位。由此可见，此时的低才高就出现与否符合前述的极限饱和

状态，即在这一状况中，社会网络及网络中的人情资源是否发挥作用，匹配结果

会有质的不同。基于此，对于社会网络及网络资源的作用状况，我们推出如下两

条假设。 

假设 3：在获取职位的过程中，使用社会网络的方式会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而其他的方式则不会促进高就的实现。 

假设 4：促进高就的不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而是网络中的人情资源。 

上述分析和研究假设也适用于供等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为了简化，也不

再提假设 3 和假设 4 的竞争性假设。 

（三）社会网络作用的体制差异 

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资源配

置效果，因此这里先分析劳动力供等于或大于求的状况。以学历的匹配为例，若

前述的假设 3 和假设 4 成立，对于求职者来说，低才高就预示着获得了高于自己

学历的工作，而大量研究表明，这会带来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积极回报（Rubb，

2003；Hung，2008），因此实现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符合经济理性的假定。但

是，对于雇主/公司来说，低才高就意味着在有符合学历要求的员工可招的情况

下，却最终招进了低于学历要求的员工，因此会降低公司的生产效率、增加公司

的成本等，使得公司承受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及后续的各种损失（Tsang，1987），

更会导致公司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降低



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如此，此时的低才高就更会把原先符合职位要求者挤到

职位要求较低的位置上，进一步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网络的使用既能为求职者个人带来经济效率的一面，也

能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带来无效率的一面。既有研究几乎都在探讨社会网络第一

个方面的作用，对第二个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特别是进行了实证检验的很少（边

燕杰、张文宏，2001；蔡禾、贾文娟，2009；梁玉成，2014）。 

从理论逻辑上看，若找到并证实了社会网络的作用同时存在这两个方面，那

么就能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宏观结构条件下，这些外在的宏观因素对这两方面的

作用产生的相对促进或抑制效果，从而得出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将会呈现出的结

构性差异，以回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挑战。同时，通过比较社会网络实际的作用

效应与预测的作用效应之间的差异，也可对宏观因素的实际变化方向等予以考察。 

为此，下文将具体考察在不同的体制安排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差异。一

个社会的体制安排包含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政策安排、法律法规、经济制度、

文化规范，等等。本文选择其中的产权安排，对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差异进行进

一步考察。那么，在不同产权安排下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的作用是否会呈

现出差异？对此问题的判断，存在着文化观与制度观之争（Gold et al，2002；黄

先碧，2008）。 

1、文化观及研究假设 

文化观的核心是说，中国的独特文化造成了关系现象的盛行。基于梁漱溟、

费孝通等的研究（梁漱溟，1986；费孝通，2007），大量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关

系、人情、面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关系主义文化占主导，

这一文化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强调、注重和认可伦理、人情、面子等。 

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关系结构，使得中国人讲关系、论人情，甚至认可“法律

无外乎人情”、情大于理大于法（Hwang，1987；翟雪伟，2004）。一个具体表现

就是，在资源获取过程中以关系的性质决定自己的行为与策略，比如关系越好则

给予的帮助会越大、提供的资源会越多（Hwang，1987；Yang，1994；Bian，1997；

翟学伟，2004）。 

如果文化因素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产权安排下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对

人职匹配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前面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供等于或大于求的状况



下，社会网络促成的低才高就是一种有悖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对单位/公司的效

益存在着负面影响。但是，若不同类型的公司的招聘者都认同关系主义文化，都

认为在公司利益与关系人情产生冲突时应该先考虑关系人情，那么我们会观察到

社会网络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公司都起作用。基于此，对供等于或大于求状况下

社会网络的作用，我们推出如下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 5：在产权安排不同的公司/单位，社会网络的使用都会显著促进高就

的实现。 

假设 6：在产权安排不同的公司/单位，社会网络提供的信息资源不会促进

高就的实现，而人情资源都会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2、制度观及研究假设 

制度论者的核心观点是：关系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而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或某一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不同时空领域里关系作用的差

异（Granovetter，1995；孙立平，1996；Bian，2004；Chua，2011&2012）。其中，

边燕杰的“社会网络作用空间”理论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证明，此理论的核心是

指出，有两大宏观因素会影响社会网络作用效应的大小：市场的竞争程度、体制

的不确定性程度。其中，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则社会网络的使用频率会越高，而

体制的不确定性程度越大则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会越大；反之则反（边燕杰，2004；

边燕杰、张磊，2013）。依据此理论，不同学者通过检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社

会网络对收入等的影响差异，证实了此理论（Bian，2004；边燕杰、张文宏、程

诚，2012；梁玉成，2012、2014；陈云松，2013）。 

而在经济学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宏观制度及二者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以新

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核心理念是说：制度特别是与产权相关的制度会影响到

经济活动及结果（Barzel，1997；张五常，2010）。这一理论核心可以用科斯定理

简单地表述为：只要产权是清晰的并且在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得以保障，在

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市场的方式最终会使得资源的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

实现帕累托最优（Coase，1960）。 

放到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效率的

差异。私有企业由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所以有很强的激励使得所有者愿意付

出各种努力去避免资产的浪费、贬值等，并且也更有动力投入成本使得资产升值、



租值升高；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很多时候是不清晰的、不明确的，这

就导致了“软预算约束”、代理成本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效率

的低下等等（Kornai，1986；Tao & Zhu，2000）。 

由上述分析可见，产权安排的不同会影响一个公司在资源上的管理、使用、

收益等，最终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劳动力资源作为企业的生产性资源之一，因

此也会受到产权安排的影响。 

基于制度观的视角，若产权安排有更大的决定力量，那么在不同类型的公司

/单位，网络的作用效应会不同。在私有单位，做出高就的招聘将会面临更大的

成本或阻碍，因此招聘者更可能按照市场的经济理性原则而不是关系原则做出选

择，此时社会网络及网络中的人情资源应该不会起作用。但是，在国有单位，招

聘者即使做出了高就的招聘，也不会给决策者带来如私企般那么大的成本，因此

招聘者就很可能会讲关系、认人情，做出这样的选择。基于此思路，我们可推出

最后两条假设。 

假设 7：在产权安排不同的单位，社会网络的作用会不同，在私有单位社会

网络的使用不会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但在国有单位社会网络的使用会显著促

进高就的实现。 

假设 8：在私有单位，社会网络提供的人情资源不会促进高就的实现，而在

国有单位，社会网络提供的人情资源会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然而，在劳动力供小于求的状况下，无论对于求职者还是雇主/公司，低才

高就的招聘都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因此这时我们应该观察到，社会网络对高就

的作用效应在不同产权安排的公司会相同。为了简化起见，不再单独提这种状况

下的研究假设。 

 

四、数据变量及假设检验 

分析数据来源于 2009 年 6 月至 9 月在全国八城市进行的“中国大城市求职网

络调查（JSNET 2009）”。此次调查由边燕杰主持，八个城市从北到南分别是长春、

天津、济南、兰州、西安、上海、厦门和广州，调查对象的总体是这八个城市市

辖区内 18-69 周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居民。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 PPS 抽样

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7102。 



（一）核心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学历匹配 

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以学历（教育水平）的匹配状况为因变量。依据调查

问卷，学历的匹配状况存在四种类型：高于职位要求（“低就”），与职位要求相

同（匹配一致），低于职位要求（“高就”），第四类是职位无明确的学历要求。学

历匹配的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依据表 1，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是匹配一致这一类，所占比例为 28.12%，

而一般国家中此类所占比例为 65%左右（***），若这一指标是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的反映，那么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度还较低。 

其次是学历无明确要求这一类，所占比例超过总样本的一半，达到了 51.83%，

而在一般的国家，这一比例为 10%左右（McGuinness，2004；Quintini，2011），

因此进一步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度还较低。总体来看，这类职位有两个重要特

征：第一是职业地位低，依据已有研究对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分析（陆学艺，

2002&2004），这一类职位主要是社会的底层职业，如农民工人所从事的各种职

业，大体都是非技术性、工资低、环境差的工作（李培林，1996；李培林，李炜，

2007）。第二，很难实现精确匹配，此类职位由于无明确的学历、技术等要求，

因此很难释放出有效的信号，供不同的求职者鉴别、筛选（Bian & Huang，2009）。

基于此，后续分析将此单独作为一类。 

最后是答案为缺失的情况，这一类由无填答造成，无填答者中自雇/雇主为

484 人，由于他们是自己的入职决策人，职位获取过程与被雇佣的求职者不同，

因此调查中未涉及他们的具体求职过程。后面的分析是去掉这 619 人的结果。 
表 1  学历匹配结果的分布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学历匹配状况 

高才低就 685 9.65 
匹配一致 1997 28.12 
低才高就 120 1.69 
无明确要求 3681 51.83 
缺失 619 8.72 

总计 7102 100.00 

2、核心自变量 

首先是网络使用。调查时询问被访者是否动用过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渠道，

若被访者在求职过程中有过亲朋好友的推荐、从关系人那里获得过帮助或者找过



人帮忙，则视其使用了社会网络；若这三种情况都未填答，则视其为缺失；其他

情况则视其没有用过社会网络。网络使用的具体分布如表 2 所示。 

其次是网络资源。依据前期的经验研究（边燕杰、张文宏，2001；Bian & Huang，

2009），可将从社会网络获取的资源分为信息与人情两大类，前者具体包括提供

就业信息、介绍招工情况、 提出申请建议和协助整理申请材料；后者具体包括

帮助报名、递交申请、实名推荐、打招呼、安排面谈、陪同造访、承诺雇主要求

和直接提供工作。从资源动用的成本和策略来看，关系人若是提供了人情则一般

也会提供信息，而提供了信息则不一定会提供人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因

统计压抑而造成对人情影响的低估，对此变量的操作化方法是：第一类是没用关

系；第二类是仅获取了信息资源；第三类是获取了人情资源，包括仅获取了人情

资源以及同时获取了两种资源；最后一类是资源填答不明，这种情况是用了社会

网络但是未具体填答获取的是何种资源，或者获取的是其他类型的资源。网络资

源的具体状况见表 2。 
表 2  核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网络使用 
否 2823 42.66 
是 3716 56.15 
缺失 79 1.19 

网络资源 

未用关系 2823 42.66 
仅信息资源 912 13.78 
仅人情资源+混合资源 2072 31.31 
资源不明 732 11.06 
缺失 79 1.19 

总计 6618 100.00 

3、核心区分变量——供求状况 

依据前述分析，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社会网络的作用不同。因此，我们

需要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分别考察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对供求状况的理

想测量是询问雇主/招聘决策人当时的情况，比如当时求职者是供不应求还是供

大于求。但是，调查中未对此进行直接测量。 

为此，需要寻找其他客观且精确的替代变量。有三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利用

宏观的汇总数据，比如每个城市劳动力整体的供求状况，虽然这样的数据可以获

得，但是宏观的整体情况与某一个单位、某一名求职者求职时具体的竞争情况很

难直接对应，即我们无法确定宏观上供大于求就预示着微观的求职竞争一定激烈。



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2003年一季度职业供求状

况信息为例，劳动力总量一直是供大于求，但是在不同行业、部门的劳动力供求

状况却差异巨大 1。第二，利用中观层次的数据，比如具体行业的劳动力供求状

况，但是这一数据却很难获得。第三，微观层次的数据，比如被访者对求职时劳

动力供求状况的估计，这在这次的调查中进行了测量，此变量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求职时竞争状况的描述性统计 

求职时的竞争程度 频次 百分比 
没有竞争 1,842 27.83 
根本不激烈 665 10.05 
不太激烈 1,634 24.69 
比较激烈 1,525 23.04 
非常激烈 585 8.84 
缺失/不清楚 367 5.55 
总计 6,618 100.00 

那么，这一主观测度能否用来反映客观的供求状况呢？首先，依据实际经验

特别是现在的求职过程来看，求职者一般都会知道某个职位的应聘者是多还是少，

特别是当这些求职者进入到后面的应聘环节之后，因此这一估计会比宏观整体的

数据更具针对性、更精确。其次，我们对竞争状况与职业所属行业进行了相关性

分析，如果这一主观的估计确实反映了客观的劳动力供求状况，那么我们会观察

到竞争程度越激烈的行业福利待遇等会越好，比如在高工资、高福利的垄断性行

业。相关性的分析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由表 4 的统计结果可见，整体上职业所属的行业垄断性越强，则竞争程度的

均值越高，即竞争越激烈，尤其是表中黑色字体标注的五大行业，竞争程度的均

值都在 3 以上，而它们都符合前述的行业类型。综上表明，我们可用这一主观估

计的竞争状况来体现具体求职过程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 
表 4  不同行业的竞争程度均值比较 

所属行业 均值 标准误 
农林牧渔业 2.50 .1658 
采掘业 2.54 .1623 
制造业 2.36 .0316 
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及供应业 2.51 .1012 
建筑业 2.40 .0773 
地质勘探业、水力管理业 2.56 .2198 

                                                             
1 具体可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01/content_85568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01/content_855684.htm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 2.75 .06245 
批发和零售贸易、饮食业 2.93 .04571 
金融、保险业 3.46 .08512 
房地产业 3.40 .1236 
社会服务业 3.02 .04947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 2.88 .07520 
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 2.83 .0568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3.01 .1104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 3.12 .07995 
其他行业 2.83 .09042 
不清楚/不知道 2.84 .2175 

（二）假设的初步检验：简单逻辑回归 

首先，利用调查数据，考察学历匹配与技术匹配和工作经验匹配之间的关系，

以排除人力资本权衡视角的解释。然后，使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对网络使用及网络资源的整体作用进行检验。 

根据被访者估计的求职时的竞争状况，选择“没有竞争”和“根本不激烈”

这两类，作为供小于求的情况；选择“不太激烈”、“比较激烈”、“非常激烈”这

三类，作为供等于或大于求的情况。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为了便于分析和解释，

统一将匹配一致作为基准类。 

1、社会网络整体作用的假设检验 

（1）排除人力资本权衡视角的解释 

人力资本权衡视角到底能否解释低才高就的出现？下面通过对调查数据的

分析，对此予以检验。此次的调查问卷中，除了测度学历的匹配状况，还测度了

技术和工作经验的匹配状况，这二者是目前常用的衡量其他维度人力资本的重要

指标（Sicherman，1991；McGuinness，2004；Quintini，2011），具体分布如下

表 5 所示。 

表 5  技术和工作经验的匹配结果分布 

 供小于求 供大于求 
其他两个维度

的匹配状况 
技术匹配 工作经验匹配 技术匹配 工作经验匹配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高才低就 147 5.86 97 3.87 383 10.23 427 11.40 
匹配一致 370 14.76 178 7.10 1,352 36.11 922 24.63 
低才高就 35 1.40 22 0.88 111 2.96 196 5.24 
无明确要求 1,931 77.02 2,194 87.51 1,859 49.65 2,150 57.43 
缺失 24 0.96 16 0.64 39 1.04 49 1.31 

总计 2,507 100.00 2,507 100.00 3,744 100.00 3,744 100.00 



下来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以学历匹配为因变

量，然后分别以技术匹配和工作检验匹配状况为自变量，其中将匹配一致作为参

照类，具体的回归结果如下表 6 所示。 

由表 6 的回归结果可见，无论在哪种供求状况下，在学历上是低才高就的求

职者，在其他两个方面也更容易出现低才高就，以供小于求状况为例，技术上的

低才高就者相对于匹配一致者，在学历上实现高就的回归系数为 2.75，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工作经验的回归结果与此类似，回归系数为 3.09，且在 0.01 的

水平上显著；同时，技术或工作经验的高才低就、无明确要求两类对学历的高就

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回归结果表明，人职匹配的现实情况与人力资本权衡视角

预测的刚好相反。 

表 6  技术匹配和工作经验匹配对学历匹配的影响 

 技术匹配的影响（供小于求） 工作经验匹配的影响（供小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3.60*** -12.04 1.80*** 2.32*** -12.25 1.17*** 
高就 .90 2.75*** 1.15*** 1.07 3.09*** .64 
无要求 1.48*** .64 2.62*** 1.11*** .66 1.68*** 
截距项 -2.29*** -3.44*** -.18* -1.99*** -3.60*** .23 
样本量 2477 2485 
Pseudo R2 0.17 0.04 
 技术匹配的影响（供大于求） 工作经验匹配的影响（供大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2.09*** .48 1.00*** 1.47*** .30 .47*** 
高就 .46 2.06*** .59** .55** .62* -.07 
无要求 .78*** .24 1.61*** .62*** -.88*** .92*** 
截距项 -1.77*** -3.10*** -.97*** -1.70*** -2.57*** -.62*** 
样本量 3681 3674 
Pseudo R2 0.08 0.03 

备注：*** p<0.01, ** p<0.05, * p<0.1；双尾检验。 

（2）检验网络使用的整体作用 

首先检验网络使用的整体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在实现高就方面，获

取信息时使用了社会网络渠道相比于没用此渠道者，回归系数分别为 0.616（供

小于求状况下）和 1.087（供大于求状况下），但前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后者的

显著性水平为 0.01。这表明，在劳动力供小于求的状况下，使用网络渠道并不能

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因此假设 1 未得到证实；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下，使

用网络渠道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因此假设 3 得到证实。 



表 7  网络使用对学历匹配结果的影响 
 供小于求 供大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使用（参照组：否）       

是 -0.184 0.616 -0.162 -0.077 1.087*** -0.388*** 

 (0.202) (0.477) (0.116) (0.113) (0.325) (0.078) 

截距 -0.839*** -3.248*** 1.769*** -1.060*** -3.666*** 0.253*** 

 (0.127) (0.360) (0.075) (0.095) (0.305) (0.064) 

样本量 2,493 3,719 

Pseudo R2 0.00140 0.00583 

注：*** p<0.01, ** p<0.05, * p<0.1，双尾检验；括号内是标准误。下同。 

（3）检验网络资源的整体作用 

对网络资源作用的检验结果见表 8。在供小于求的状况下，网络提供的信息

资源不能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0.50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假设 2

未得到证实，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前面的发现。在供大于求的状况下，网络提供的

信息资源对实现高就有略微显著的作用（回归系数为 0.705，显著性水平 0.1），

但是人情资源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1.258，且显著性水平为

0.01），由此假设 4 基本得以证实，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3 的成立。 

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供小于求状况下的人情资源能够对促进高就有一定的

作用，这应该反映了人情资源的真实作用状况，即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信息是决

定性的，但是若同时也有人情资源的介入，那么会对高就的实现带来影响；供大

于求状况下的信息资源对高就也有较显著的作用，极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信息是

隐蔽、重要的内部信息，对职位的获取至关重要，所以信息资源其实是人情资源

的体现，此理论判断可在体制差异的检验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表 8  网络资源对学历匹配结果的影响 
  供小于求 供大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资源（参照组：未用网络）        

仅信息资源 -0.110 0.508 -0.172 0.036 0.705* -0.502*** 

 (0.363) (0.814) (0.211) (0.146) (0.399) (0.107) 

有人情资源 -0.237 0.851* -0.280** -0.102 1.258*** -0.351*** 

 (0.247) (0.516) (0.140) (0.125) (0.335) (0.086) 

资源不明 -0.122 -0.278 0.098 -0.190 0.973** -0.340*** 

 (0.350) (1.077) (0.199) (0.180) (0.419) (0.123) 

截距项 -0.839*** -3.248*** 1.769*** -1.060*** -3.666*** 0.253*** 

  (0.127) (0.360) (0.075) (0.095) (0.305) (0.064) 

样本量 2,493 3,719 



Pseudo R2 0.00326 0.00703 

2、检验社会网络作用的体制差异 

在考察社会网络作用的体制差异时，只分析劳动力供等于或大于求的状况。

前面的回归结果表明，供小于求状况下社会网络对高就没有显著作用，而供大于

求状况下社会网络对高就有显著作用，而通过对后者进行体制差异的比较，可以

从侧面反映前者即信息机制的体制差异，因此下面只分析劳动力供等于或大于求

的状况。 

（1）变量设计及描述统计 

核心的结构条件变量是产权安排。产权安排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一般由工作单

位的性质来体现，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单位有如下八类：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

有事业、集体企业、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依据

已有研究（边燕杰、张文宏，2001），把上述八类合并为国有单位（体制内）与

私有单位（体制外）两大类。具体的划分及频数分布如下表 9 所示。 

表 9 产权安排及工作单位类型的描述性统计 
产权类型 具体单位类型 频数 百分比 

国有单位 

党政机关 313 4.73 
国有企业 2,624 39.65 
国有事业 1,033 15.61 
集体企业 439 6.63 

私有单位 

个体经营 379 5.73 
私营企业 1,145 17.30 
外资/合资企业 335 5.06 
股份制企业 212 3.20 

缺失/不清楚  138 2.09 
总计  6618 100 

其他三个核心变量（学历匹配、网络使用、网络资源）的操作化过程同上，

这里不再赘述，具体分布如表 10 所示。由表 10 可见，在学历匹配方面，体制内

外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匹配一致和职位无明确要求的情况，高才低就在私有单位和

国有单位的比例基本一致，分别占 13.69%和 13.42%，低才高就在私有单位中的

比例为 3.49%，而在国有单位中的比例为 1.82%。其次，在网络使用方面，私有

单位使用了网络的比例为 79.80%，而国有单位中这一比例仅为 61.79%。最后是

网络所提供的资源，在体制内外存在差异，但是在剔除未用关系的样本后，体制

内外的分布基本一致，私有单位仅获取了信息资源的比例略高于国有单位，但是

在人情资源方面二者完全一致。 



表 10  三个核心变量与单位类型变量的交互频数分析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学历匹配状况 

高才低就 204 13.42 293 13.69 
匹配一致 687 45.20 843 39.37 
低才高就 53 3.49 39 1.82 
无明确要求 563 37.04 954 44.56 
缺失 13 0.86 12 0.56 

网络使用 
否 307 20.20 818 38.21 
是 1,213 79.80 1,323 61.79 

网络资源 

未用关系 307 20.20 818 38.21 
仅信息资源 339 22.30 327 15.27 
仅人情资源+混合资源 689 45.33 749 34.98 
资源不明 185 12.17 247 11.54 

总计 1520 100.00 2141 100.00 

（2）网络使用效应的体制差异 

首先估计网络使用的整体效应在体制间的差异，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在

私有单位，网络的使用对高就的实现无显著影响，但在国有单位，网络的使用能

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1.770，且显著性水平为 0.01），因此假设 5

未得到证实，而竞争性假设 7 得到证实，即支持了制度观的解释。 
表 11  网络使用效应的体制差异回归结果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使用（参照组：否） 

 

 

    是 0.318 0.400 -0.032 -0.176 1.770*** -0.496*** 

 

(0.212) (0.395) (0.139) (0.142) (0.605) (0.098) 

截距项 -1.473*** -2.890*** -0.174 -0.942*** -4.525*** 0.428*** 

 

(0.193) (0.363) (0.123) (0.113) (0.580) (0.077) 

样本量 1,507 2,129 

Pseudo R^2 0.00116 0.0100 

（3）网络资源效应的体制差异 

再来估计网络资源效应在体制间的差异，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在私有单

位，信息资源及人情资源都不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但在国有单位，网络资源

特别是人情资源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1.995，且显著性水平为

0.01），由此假设 6 未得到证实，而竞争性假设 8 得到证实，进一步支持了制度

观的解释。另外，在国有单位信息资源能够较显著地促进高就的实现，应该证明

了前述的理论判断，从实际情况来看，国有单位的信息资源市场化程度更低，不

对称性更高、隐蔽性更强，因此即使仅获取了相关信息也能对高就的实现发挥关



键作用。 
表 12  网络资源效应的体制差异回归结果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资源（参照组：未用网络） 

 

 

    仅信息资源 0.644*** 0.084 -0.111 -0.334 1.280* -0.661*** 

 (0.244) (0.500) (0.176) (0.206) (0.714) (0.144) 

有人情资源 0.190 0.509 0.048 -0.107 1.995*** -0.487*** 

 (0.229) (0.413) (0.149) (0.159) (0.617) (0.112) 

资源不明 0.053 0.459 -0.194 -0.177 1.550** -0.304* 

 (0.306) (0.518) (0.205) (0.233) (0.740) (0.159) 

截距项 -1.473*** -2.890*** -0.174 -0.942*** -4.525*** 0.428*** 

  (0.193) (0.363) (0.123) (0.113) (0.580) (0.077) 

样本量 1,507 2,129 

Pseudo R^2 0.00502 0.0116 

 

五、假设的再检验：熵平衡法 

前面运用了一般的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证实了社会网络对求职结果存在显

著的作用，且这一作用在体制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了进一步确证社会网络对求

职结果的因果效应，以及效应在体制间的差异，这里使用因果分析中新近发展的

熵平衡法（entropy balancing method），并利用改创后的两步熵平衡法，对社会网

络的效应及效应的体制差异进行更精确地估计，以对前面的假设和实证结论再次

进行检验。依据第二个方向的思路，若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确实存在独立、不可

替代的影响，那么无论用何种方法进行数据的分析，所得结果应该稳定和一致。 

（一）熵平衡法的基本原理和优势 

熵平衡法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研究者汉姆勒在 2012 年正式系统提

出（Hainmueller，2012），名称的汉语翻译取自中国学者（李泽广、马泽昊，2013）。

这一方法的核心理念是在给定的限定条件下，围绕干预变量对每个样本计算出一

个权重，使得加权后的样本能够实现对限定条件的平衡，即相当于实现了实验组

和控制组的匹配，最后可利用平衡后的样本对干预的因果效应进行估计。 

在使用熵平衡法之前，我们使用了倾向值匹配法对前述假设和实证结论进行

了进一步检验。倾向值匹配分析的结果与简单逻辑回归的结果一致，但是倾向值

匹配分析遇到两个新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样本量不足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由

于低才高就所占比例很小，在使用倾向值匹配之后样本量进一步减小导致了估计



结果出现偏误。二是如何实现体制间样本组的平衡，按照体制对样本进行划分之

后，形成了四个样本组，倾向值分析易实现不同体制内部样本组的平衡，但是却

难以实现体制间四个样本组的同时平衡，同时也难以消除其他因素对体制作用的

干扰，比如消除地区差异、时代差异带来的干扰，因此使得体制间的效应差异不

可比。可以说，后一问题是一般的因果分析方法都会遇到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相比于倾向值匹配等一般的因果分析方法，熵平衡法存在以下四个优点，使

得上述两个难题得以解决。第一，可以很容易实现多变量、多维度、多阶的匹配,

很多匹配方法比如马氏距离法、倾向值匹配法，很容易遭遇匹配的高维陷阱，但

是熵平衡法在实现这些高维匹配时简单易行。第二，能够最大限度保留样本的信

息，由于熵平衡法得到的是权重是连续的，因此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个样本，同

时提高匹配的成功率。第三，利用匹配后的权重可做各种分析，比如可以用来做

加权回归分析，这对非连续性因变量的因果分析有巨大优势。第四，计算速度很

快，在算法方面实现了高性能和全局优化，因此即使对于相对大规模的样本数据，

依然能很快计算出样本的权重，实现平衡（Hainmueller，2012）。 

（二）社会网络整体作用的再检验：一步熵平衡法 

1、模型设定及平衡状况检验 

模型设定的关键是确定相关的协变量，即需要平衡的变量。理想的情况是纳

入并控制所有与网络使用及人职匹配相关的变量，此时就能得到社会网络效应的

无偏估计值。为了实现此目标，一是需要进行详细的文献梳理和变量汇总，以尽

可能找出所有的相关变量，二是进行平衡性检验，通过熵平衡法输出的平衡表，

可查看纳入的变量是否实现了平衡（Hainmueller & Xu，2014）。 

（1）变量汇总及协变量的确定 

整体上看，可以将一次求职的完成看成是在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具有特

定人力资本的求职者通过一定的职位搜寻过程最终获得了某个职位。由此可将影

响人职匹配的因素概括为三类。 

依据中外的相关研究，第一类是求职者自身因素，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政

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学校类别、所学专业、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学习成绩、所

获奖励、工作经验、职业培训、认知能力、个性特征等；第二类是职位状况因素，

涉及到的因素有职业类别、职业所在行业、单位管理级别、单位人员规模、单位



类型等；第三类是劳动力市场环境因素，涉及到的因素有求职地区、求职时间、

劳动力供求状况、宏观就业状况、宏观失业率等（Duncan & Hoffman，1981；

Sicherman，1991；Rubb，2003；McGuinness，2004；Linsley，2005；Quintini，

2011；武向荣，2006；武向荣、赖德胜，2010）。 

依据前述对协变量的理论要求，结合此次的调查数据，这里纳入一步平衡模

型进行控制的协变量如表 13 所示。 
表 13  相关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频数 百分比/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女 3567 53.90  
男 3050 46.09  
缺失 1 0.02  

年龄（连续性变量） 6601 43.40 13.52 

政治身份 
非党员 5351 80.86  
党员 1257 18.99  
缺失 10 0.1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58 5.41  
初中中专 1,595 24.10  
高中职高 2,580 38.98  
大专及以上 2,064 31.19  
缺失 21 0.32  

职业流动 
否 3,856 58.27  
是 2,726 41.19  
缺失 36 0.54  

职业类别 

行政领导层 536 8.10  
经营管理/雇主层 689 10.41  
专业技术层 1,061 16.03  
职员/办事人员层 592 8.95  
技术工人层 1,215 18.36  
自雇/个体户层 379 5.73  
非技术工人层 2,000 30.22  

 其他/不清楚 146 2.21  

单位主管部门级别 

中央部委级 775 11.71  
省级 1,564 23.63  
市/区/县级 3,073 46.43  
街道/乡镇级 208 3.14  
居委/村级 67 1.01  
无主管部门 673 10.17  
其他/不清楚 258 3.90  

单位人员规模 
0-99 人 1,992 30.10  
100-499 人 1,669 25.22  
500-999 人 527 7.96  



1000-1999 人 736 11.12  
2000 人及以上 1,293 19.54  
其他/不清楚 401 6.06  

（2）平衡状况检验 

以网络使用与否为干预变量，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对表 13 中的协

变量进行平衡。针对所有协变量，设定的限定条件为均值、方差和偏度实现平衡，

含义是指如果实验组（用了网络）和控制组（未用网络）通过熵平衡法实现了完

全的平衡，那么加权调整后的控制组和实验组在协变量的这些指标上会完全相等。

通过平衡表发现，加权调整后所有协变量在这三个指标上实现了理想的平衡。为

了简化起见，这里只列出供小于求状况下个人特征变量的平衡结果，具体如平衡

表 14 所示。 

由表 14 可见，以年龄的均值为例，在平衡匹配之前，用了网络组的平均年

龄是 46 岁，而未用网络组的平均年龄为 54 岁。但是，在平衡匹配之后，用了网

络组和未用网络组的平均年龄都为 46 岁，差异已完全消除。 

表 14  相关协变量的熵平衡法处理结果 
  用了网络组 未用网络组 

  熵平衡法匹配前 

  均值 方差 偏度 均值 方差 偏度 
男性 .434 .2459 .2662 .4678 .2491 .1292  
年龄 46.25 145.9 -.3519 54.01 85.74 -.5796  
党员 .1351 .1169 2.136 .2684 .1965 1.045  
初中中专 .3237 .2191 .7535 .3302 .2213 .722  
高中职高 .4144 .2429 .3474 .4199 .2438 .3245  
大专及以上 .1598 .1344 1.857 .1781 .1465 1.683  
有过职业流动 .433 .2458 .2705 .2146 .1687 1.39 
  熵平衡法匹配后 

  均值 方差 峰度 均值 方差 峰度 
男性 .434 .2459 .2662 .434 .2458 .2664  
年龄 46.25 145.9 -.3519 46.25 145.9 -.3751  
党员 .1351 .1169 2.136 .1351 .1169 2.135  
初中中专 .3237 .2191 .7535 .3237 .2191 .7536  
高中职高 .4144 .2429 .3474 .4144 .2428 .3476  
大专及以上 .1598 .1344 1.857 .1598 .1344 1.857  
有过职业流动 .433 .2458 .2705 .4329 .2457 .2707 
备注：各个非连续性变量省略的那一类默认为参照类。 

2、网络使用的整体效应再检验 

利用平衡后的样本，首先再次检验网络使用的整体作用，结果如表 15 所示。



在供小于求状况下，使用了网络渠道对实现高就无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170，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供大于求状况下，使用了网络渠道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

现（回归系数为 0.635，显著性水平为 0.1，p 值为 0.063），由此假设 1 未得到证

实，假设 3 得到证实，实证结论与简单逻辑回归的一致。 
表 15  网络使用对学历匹配影响的再估计 

 供小于求 供大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使用（参照组：否）       

是 -0.436 -0.170 -0.073 0.069 0.635* -0.136 
 (0.362) (0.720) (0.164) (0.128) (0.347) (0.093) 
截距 -0.579* -2.436*** 1.689*** -1.200*** -3.252*** 0.007 
 (0.325) (0.649) (0.137) (0.113) (0.327) (0.082) 

样本量 2,461 3645 

3、网络资源的整体效应再检验 

下来再次检验网络资源的整体作用效应，结果见表 16。在供小于求状况下，

网络提供的信息资源不能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0.304，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由此假设 2 未得到证实，与简单逻辑回归的实证发现一致。在供大于求的

状况下，只有网络提供的人情资源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0.772，

显著性水平为 0.05），由此假设 4 得到证实，与简单逻辑回归的实证发现一致。 

表 16  网络资源对学历匹配影响的再估计 
  供小于求 供大于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资源（参照组：未用网络）       

仅信息资源 -0.457 -0.304 -0.105 0.194 0.327 -0.236** 

 (0.479) (0.977) (0.240) (0.159) (0.416) (0.119) 

有人情资源 -0.462 0.073 -0.178 0.036 0.772** -0.104 

 (0.389) (0.747) (0.182) (0.140) (0.357) (0.100) 

资源不明 -0.352 -1.060 0.181 -0.040 0.570 -0.095 

 (0.462) (1.205) (0.232) (0.190) (0.435) (0.133) 

截距项 -0.579* -2.436*** 1.689*** -1.200*** -3.252*** 0.007 

  (0.325) (0.649) (0.137) (0.113) (0.327) (0.082) 

样本量 2,461 3645 

（三）社会网络作用的体制差异再检验：两步熵平衡法 

为了精确估计出网络效应的体制差异，需要使用改创的两步熵平衡法。这一

方法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克服样本量不足而带来估计偏误，即低才高

就所占比例太小导致的估计偏误；第二，同时完成四组样本的平衡匹配，按照体

制对样本进行划分之后，形成了四个样本组，即私有单位使用了网络的样本组（S1）



与未使用网络的样本组（S0），以及国有单位使用了网络的样本组（G1）与未使

用网络的样本组（G0），只有同时完成四个样本组的平衡，才能获得体制间网络

效应差异的真实估计值；第三，需要实现不同层次变量的同时平衡，简单来说，

网络的使用是个体层次的内生性选择问题，而单位类型的不同是宏观层次的内生

性选择问题，加上依据单位类型对样本进行了划分，所以又会带来样本选择偏误

的困扰（陈云松，2010；郭申阳、弗雷泽，2012），而影响前者的协变量和后者

的协变量也不完全相同，且处于不同的层次，因此新的匹配方法需要同时实现两

个层次多个变量的同时平衡。 

1、实现过程及平衡状况检验 

（1）第一步平衡及其结果 

首先进行第一步平衡。以网络使用与否为干预变量，需要进行平衡的相关协

变量同上。与一般情况下使用的熵平衡法相比，这一步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第一，

需要同时实现私有单位和国有单位样本内部的平衡，即实现 S1 和 S2 的平衡，同

时也要实现 G1 和 G2 的平衡；第二，通过这一步平衡会得到一个调整权重，这

里将其记为 w1，这是进行第二步平衡的基础。 

为了检验协变量是否实现了匹配平衡，一般情况下仅需要察看生成的平衡表。

通过平衡表的结果可见，S1 和 S2 在上述所有协变量上都实现了平衡，G1 和 G2

组也如此（为了简化，未列出此表）。但是，默认输出的平衡表无法察看四组样

本之间是否实现了平衡。为了解决此问题，这里利用加权的三维交互表，察看四

组样本在协变量上的分布状况，为了能够实现加权处理，这里权且将所有协变量

作为连续变量，加权处理后的结果如表 17 所示。 

由表 17 可见，不同体制内部的样本，所有的协变量实现了平衡，在均值和

方差上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体制间的样本组未实现平衡。以年龄变量为例，私有

单位样本组 S1 和 S0 的平均年龄都是 32 岁，但是国有单位样本组 G1 和 G0 的平

均年龄都是 40 岁。 

表 17 私有单位和国有单位样本协变量的平衡状况比较（第一步平衡后）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未用网络组（S0） 用了网络组(S1) 未用网络组(G0) 用了网络组(G1)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性别 0.47 0.25 0.47 0.25 0.45 0.25 0.45 0.25 
年龄 32.20 90.97 32.18 90.43 39.91 145.09 39.90 145.25 
政治身份 0.08 0.08 0.08 0.08 0.24 0.18 0.24 0.18 



受教育程度 3.24 0.65 3.23 0.65 3.17 0.69 3.17 0.69 
职业流动 0.65 0.23 0.65 0.23 0.44 0.25 0.44 0.25 
职业类别 4.87 3.88 4.87 3.87 4.20 4.64 4.20 4.63 
单位管理级别 4.04 2.87 4.04 2.87 2.52 1.07 2.52 1.07 
单位人员规模 2.07 2.04 2.07 2.03 2.90 2.62 2.90 2.62 

（2）第二步平衡及其结果 

第二步围绕单位类型变量，需要实现三类变量的平衡匹配。第一类是前述的

协变量，需要在四组样本间实现平衡。第二类是家庭背景变量，家庭背景因素与

被访者选择进入不同类型的单位密切相关，比如林南和边燕杰的研究表明，代际

间的地位获得很多时候是父代通过影响子代进入的单位类型而实现的（***），所

以父代的教育水平、职业类别、单位的管理级别等都需要作为单位类型的协变量

加以控制。第三类是其他的宏观背景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地区变量和求职时代

变量，比如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前后宏观的制度

安排、社会经济体系乃至文化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立平，1997；

边燕杰、张文宏，2001；张文宏，2008；郑杭生，2009）。这些不同不仅会影响

到具体的求职者，也会影响到单位的产权安排等，即会为体制的作用带来干扰，

因此需要加以控制。 

依据前面的变量汇总结果，结合调查数据，最终进入第二步平衡模型的家庭

背景变量包括父亲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和主管部门级别，而宏观

背景变量包括被访者所在地区、求职时代。 

在第二步平衡时，将单位类型作为干预变量，将上述三类变量看作协变量，

并同时将第一步匹配得到的权重作为此次匹配的基础权重纳入模型。针对匹配后

的结果，使用与第一步平衡相同的检验方法，以查看上述三类变量最终的平衡状

况，具体结果见表 18。 

由表 18 可见，在第一类变量的平衡方面，四组样本在均值和方差上不完全

相同，比如性别的均值在 S0 组是 0.51，在 S1 组是 0.41，而在 G0 组和 G1 组都

是 0.45，对于所有的差异，进一步使用加权回归分析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发

现在四组样本间均不显著，由此表明实现了平衡匹配。第二类和第三类变量的平

衡结果如表 18 的下半部分所示，由结果可见，这两类变量在私有单位和国有单

位间实现了完全的平衡。 
表 18 私有单位和国有单位样本协变量的平衡状况比较（第二步平衡后）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S0 S1 G0 G1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性别 0.51 0.25 0.41 0.24 0.45 0.25 0.45 0.25 
年龄 39.03 121.04 40.43 129.32 39.90 145.21 39.90 145.38 
政治身份 0.25 0.19 0.22 0.17 0.23 0.18 0.23 0.18 
受教育程度 3.27 0.57 3.11 0.76 3.17 0.69 3.17 0.69 
职业流动 0.45 0.25 0.43 0.25 0.44 0.25 0.44 0.25 
职业类别 4.51 4.70 4.01 4.50 4.20 4.64 4.20 4.64 
单位管理级别 2.65 0.87 2.44 1.20 2.52 1.07 2.52 1.07 
单位人员规模 2.89 2.92 2.91 2.44 2.90 2.63 2.90 2.63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父亲的政治身份 0.63 0.83 0.63 0.83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2.66 2.39 2.66 2.39 
父亲的职业类别 5.40 8.58 5.40 8.58 
父亲单位的主管部门级别 3.94 5.30 3.94 5.30 
所在地区 0.51 0.25 0.51 0.25 
求职时代 2.94 1.14 2.93 1.14 

2、社会网络效应的体制差异再估计 

（1）网络使用效应的体制差异再估计 

利用两步平衡后的样本，再次估计网络使用效应在体制间的差异，结果如表

19 所示。在私有单位，使用了网络进行了求职对实现高就无显著影响（回归系

数为-0.1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国有单位，使用网络进行了求职能显著促进

高就的实现（回归系数为 1.44，且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两步平衡

匹配后的结果与前面的回归结果一致，实证结论依然支持制度观的解释。 

表 19  网络使用效应的体制差异再估计结果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使用（参照

组：否） 
 

 
    是 0.46 -0.12 0.15 -0.10 1.44** -0.10 

 
(0.56) (0.97) (0.43) (0.17) (0.61) (0.12) 

截距项 -1.42*** -2.46*** -0.38 1.02*** -4.21*** 0.03* 

 
(0.42) (0.89) (0.32) (0.15) (0.58) (0.11) 

样本量 1,484 2106 

（2）网络资源效应的体制差异再估计 

利用两步平衡后的样本，进一步估计网络资源的作用效应在体制间的差异，

结果如表 20 所示。在私有单位，使用了网络进行求职不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

其中即使人情资源也不起作用（回归系数为-0.10，不显著）。在国有单位，信息



资源不能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而能够带来高就的实质性资源人情影响（回归系

数为 1.65，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两步平衡匹配后所得结果与前

面的回归结果一致，实证结论依然支持了制度观的解释。 

表 20  网络资源效应的体制差异再估计结果 
  私有单位 国有单位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低就 高就 无要求 

网络资源（参照组：

未用网络） 
 

 
    仅信息资源 1.48** -0.24 0.46 -0.26 0.99 -0.25 

 

(0.69) (1.18) (0.55) (0.23) (0.72) (0.16) 
有人情资源 -0.37 -0.10 -0.75 -0.04 1.65*** -0.09 

 

(0.59) (1.02) (0.47) (0.19) (0.62) (0.13) 
资源不明 0.004 -0.003 1.66** -0.10 1.23* 0.08 

 
(0.78) (1.11) (0.68) (0.25) (0.74) (0.17) 

截距项 -1.42*** -2.46*** -0.38 -1.02*** -4.21*** 0.03 

 
(0.42)  (0.89) (0.33) (0.15) (0.58) (0.11) 

样本量 1,484 2,106 

 

六、结论与思考 

社会网络的新近研究面临着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因果效应的内生性问题，

二是作用的结构性差异，即作用边界问题。本文以人职匹配为结果变量，考察了

社会网络及网络提供的不同资源对人职匹配的作用效应，并探讨了在不同的产权

安排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差异。利用 2009 年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JSNET2009），

实证结果发现：（1）社会网络的信息机制对人职匹配无显著作用，但社会网络的

人情机制对人职匹配有显著影响，其中人情资源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现；（2）

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社会网络的作用不同，在产权明晰的私有单位，社会网络

及网络资源对实现高就无显著作用，但在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单位，社会网络及网

络资源对实现高就发挥着显著作用。 

为了证实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利用了因果分析中新近发展出的熵

平衡法，并利用改创的两步熵平衡法，以同时通过消除网络使用的内生性及单位

类型选择的偏误，然后再次估计网络使用及网络资源的真实效应及效应的体制差

异，新的实证结果与前述发现一致。 

（一）结论 

基于上述总的实证发现，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独立、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将职位

在学历、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看成是职位获取或进入的障碍的话，那么社会网络特

别是其中的人情机制发挥着帮助使用者跨越这些障碍、顺利获得职位的作用，这

一作用机制的核心就是通过社会网络的人情影响，帮助求职者弥补或克服人力资

本方面的不足，因此这一作用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信号理论等解释不了的，

是对传统理论解释的补充和拓展。 

第二，直接证明了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环境。对于关系现

象及其作用边界问题的探讨，受到很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持续存在着文化观与

制度观之争。本文通过更加严谨的论证发现，社会网络的核心作用机制——人情

影响机制，也难以穿透产权安排的界线，从而证实了制度观的解释。而在不同的

竞争状况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也不同，因此本文的发现进一步直接证明了边

燕杰（Bian，2004）的“社会网络作用空间”理论。 

第三，对于怎样同时控制内生性及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的方法是一

个参考。在一般的因果分析中，会面临内生性的困扰，而想要进一步考察因果效

应的结构性差异，又会面临另一个内生性问题，即宏观层次的样本选择偏误。本

文利用新近发展出的熵平衡发，并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了两步熵平衡法，同时消除

了个体层次的内生性及宏观层次的样本选择偏误，并通过平衡表分析对匹配结果

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前述方法的有效性。 

（二）思考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相应的思考也有以下三点。 

首先，此研究为理解职位获得、收入差距等提供了中间解释机制。社会学、

经济学中的大量研究发现了社会网络对职业收入的正向作用，但是缺少对中间解

释机制的考察或证明。如前所述，低才高就能带来收入上的优势，而高才低就对

收入有实质性损害，而社会网络尤其是其中的人情资源，能够显著促进高就的实

现，同时也意味着将符合职位要求者挤到了低就的职位上，这两方面的力量合在

一起，构成了社会网络影响职业收入的中间机制。当然，社会网络与收入获得之

间的中间桥梁可能不止一座，还需要不断发掘和证实。 

其次，社会网络的作用存在体制差异，证明了产权安排等宏观因素的重要。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强调制度安排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本文的发现是一



个很好的佐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网络作为改变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的一种

因素，也应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的关注，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很好的“试剂”，

通过网络作用的变化来检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应，甚至可以考察制度安排的

变迁等。回到现实来看，为了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等，

需要关注社会网络起作用的文化环境，更要关注企业背后的宏观制度环境。 

最后，关于此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方面，网络资源的作用效应与理

论假设有些微出入，比如网络提供的其他资源对人职匹配有一定的影响，而其他

资源的内涵不明，这些问题可能需要通过收集更详实、精确的求职过程数据予以

解决。另一方面，如果本文的实证发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应观察到，在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中，只要有相同的制度安排，社会网络及网络资源会发挥

同样的效用，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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